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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污名是社会公众在残疾者受损身份上形成的消极认知，给残疾人带来了诸多负面影

响。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残疾污名的形成经历了长期、循环的历史建构。其中，分类

和排斥是残疾污名的隐性根源，话语和符号暴力是残疾污名的显性表达，自我认同是残疾

污名的主体建构，制度区隔则为残疾污名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这四种方式并没有确定的

起点，而是以动态循环的途径，建构着残疾污名这一社会事实。在消解残疾污名方面，改

变残疾的理解模式、重塑话语氛围、增能与自我增能以及制度矫正将会是有效的途径和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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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是（stigma）“社会对受污者贬低性、侮辱性

的标签”[1]，反映了人们对某一个体或者群体持有的

偏见、贬低和歧视[2]，是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3]。残疾

人由于身心发展上的各种缺陷，极易诱发普通公众对

他们产生污名，在他们“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

上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并引发相应的情绪反应。现

实生活中，残疾人不仅要应对残疾本身带给他们的各

种问题和困扰，还要应对普通公众对他们的偏见、贬

抑与排斥。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权益表

达带来了很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社会生活中普通公

众对残疾人缺乏尊重、教育过程中对残疾人进行排斥

与隔离、就业中拒绝接纳、医疗中过分限制活动环境

或区别对待、人际交往和互动中回避等。这些不仅加

剧了社会排斥和区隔的形成，也严重降低了残疾人社

会融入的意愿和信心；不仅让残疾人家庭成员体验着

自责、愧疚、敏感和抚育压力，同时也让他们在社交

活动中趋于回避，职业生活中容易出现退缩。

众所周知，社会融合是残疾人回归正常社会，平

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然而，

残疾污名的长期存在，不仅让残疾人受到诸多歧视与

不公正的待遇，更成为影响残疾人社会融合的重要障

碍。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指出：“对于心理和行为疾病

患者以及残疾人群而言，其身心康复和社会融入的最大

阻碍就是社会施与他们的污名和与之相连的歧视”[4]。

传统研究视角下，社会问题被看作是社会事实和

社会现象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既定属性，可以用实证研

究等科学研究方法去清楚地认识，并找出具体的解决

办法；而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社会建构论则认

为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5]。一种社会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问题的形式和性质，而在于人们

就该事态/现象所做的“认称”（claims-making）过程[6]。

该理论强调包含社会问题在内的某些领域的知识和现

实是由社会建构的，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

物，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应该从过程的、

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事实；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事

实是人们依客观事实经由特定过程建构出来的，是相

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强调语言和话语在

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7]。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

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社会排斥、身体社会学的部分观

点，分析和探讨残疾污名的形成过程，并提出相应的

消解路径。

1 残疾污名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

从本质上讲，残疾污名是一种历史的建构。维柯

曾借鉴埃及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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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

在“神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由于人类缺乏理性

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充满

了敬畏和崇拜，对世界的认识大多也“只凭一种完全

肉体方面的想象力”[8]，在这一时期，由于无法解释

残疾形成的真正原因，人们往往从宿命论出发，认为

残疾是上天对个人、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惩罚。到

了“人的时代”，推理取代了想象，科学和理性取代了

迷信和盲目崇拜。以卢梭、伏尔泰、洛克、蒙田等为

代表的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

他们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

观念；强调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能力价值、把人塑造

为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他们将平等、尊重、友爱、

互助这些人类最真挚的情感作为毕生追求，讴歌人性、

人的价值和尊严[9]。在这些伟大思想的昭示下，残疾

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也使人们用新的人道主义目光审

视残疾人。但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往往不同步。

尽管“人的时代”早已到来，但前两个时代所形成的

那种落后的残疾人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然积淀

在人们的意识里[10]。正如维柯所言，“理性膨胀后产

生的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使得人类重新回到最初的

历史阶段寻求精神安慰，历史因此呈现为一轮一轮的

循环”[11]。从这个意义上讲，残疾污名的形成并非一

朝一夕，也没有遵循时间序列发展的线性模式，而是

一个长期的、循环建构的过程。

对于残疾本质理解模式的演进，也进一步映证了

残疾污名的历史建构过程（图 1）。早期蛮荒时代，对

于残疾本质的理解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认为残疾

人是“魔鬼缠身”“上帝的惩罚”，是邪恶精神的体现，

要么走入另一个极端，认为残疾是“神灵附体”，倾向

于敬奉、同情和怜悯残疾人，因此要像保管神圣器物

那样对待残疾人。这些极端的理解往往带有浓厚的宗

教色彩。文艺复兴后，随着人文主义的渗透和科学技

术的蓬勃发展，“医学模式”逐渐成为了理解残疾本质

的主要方式。残疾被看作是个体的缺陷，残疾人也被

看作是一个被动的、病态的、不能独立的，需要医疗

和救济的群体。在这一模式下，人们对于残疾本质的

理解更多地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

正补偿的方法，“因残而废”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人

本主义的兴起，建构主义逐渐取代实证主义成为揭示

社会现象、人类经验和客观事实的主要范式[12]，对残

疾本质理解的“社会模式”应运而生。“社会模式”将

个体功能障碍的关注焦点转向了社会、环境和态度壁

垒，认为残疾的产生源自于“社会失灵”，是社会在调

整自身结构以满足残疾人群需要和抱负方面失能的结

果[13]。残疾受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是社会不公

平现象在特定社会群体身上的复制[14]。因此，社会和

环境必须改变以适应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需求。

蛮荒时代

（宿命论）

文艺复兴后

（实证主义）

人本主义兴起后

（建构主义）

社会失灵

结构调整

病态、缺陷

残即“废”

魔鬼缠身

神灵附体

传承

延续

图 1 残疾污名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

总的来看，通过环境的改变和支持的提供，让残

疾人回归主流社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当代

社会共享的价值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社会公众

对残疾本质的理解越来越积极，但“残”即“废”的

观念、“残疾无用论”的消极认知在今天仍没有得到彻

底改变，仍在不时地重新回归人类蒙昧阶段对残疾的

理解和认识。这严重地损害和歪曲着残疾人的形象，

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控制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并在代

际之间潜移默化地传递和延续。对残疾的怜悯、同情

仍然是对待残疾人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如同残疾模式的发展和演进，残疾污名的形成也同样

经历了长期的、循环的历史建构过程。

2 残疾污名社会建构的具体方式

2.1 分类与排斥：残疾污名的隐性根源

社会建构论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将身体象征

化的倾向；身体不仅具有物理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

物理属性反映了个体的基本生理状况，而社会属性则

被人们赋予了多种隐喻，制约着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理

解。因此，对于身体的理解往往受物理属性和社会属

性二者共同影响，是高度社会化、历史化、精神化、

审美化的人类文化载体[15]。通常而言，“我们对于物

理身体的经验总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观点，它总是

被社会范畴所修改，并通过它被了解。在两种身体经

验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任何一种经验都强化

着另外一种经验”[16]。两种身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

化主要通过赋予物理身体充满社会意义的象征或者更

大社会结构的隐喻而实现。在此过程中，物理属性更

多地赋予了个体的表面特征，而社会属性则更多赋予

了个体文化、阶层、权利等内隐特征。

残疾者由于身心缺陷或障碍，往往被普通公众依

据先验认知赋予“行为怪异”“丑陋”“罪恶”“因果报

应”“低能”“不吉利”“晦气”以及“危险源”等消极

社会隐喻，并据此对残疾人的社会身份进行理解和建

构，在潜意识和意识层面做出区别于“我群”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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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异类”的判定，最终实现从个体性认识到群体性

认识、从具象认识到抽象认识的“印记吞没”的转变[17]、

在社会生活中将残疾人加以区隔和排斥，尽量回避与

其近距离交往。残疾者的身体特征最终演变为他们特

有的身份标识。普通公众对残疾人身份特征的这种理

解和建构，恰恰是残疾污名形成的隐性根源：表面上

看，残疾污名仅仅是普通公众对残疾者的歧视和偏见，

实质上，残疾污名更多地反映了普通公众潜意识里为

维持“正常—异常”的社会分类秩序以及对不公正权

利剥夺的辩护。这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给另

一个群体的过程，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

“命名”的权力关系[18]；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分类行为，

是优势群体借助某种知识与观念体系对劣势群体进行

的扭曲的理解和建构，以此巩固“正常—异常”的分

类边界，维持“正常”世界的秩序，体现了某种社会

秩序和结构的隐喻；其结果是现实生活中对残疾群体

诸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和正当权利的剥夺。正如著名社

会学家德汉所言，“脆弱群体的劣势地位往往导致某些

社会排斥，而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

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剥夺”[19]。

2.2 语言与符号暴力：残疾污名的显性表达

社会建构论认为，“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更是

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

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

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向的形式展现出

来”[20]。占统治地位的群体通常会建构某些话语以排

斥或边缘化某些弱势群体，这些话语从而支撑权力关

系的不平等并视如此不平等为公正或是自然而然的客

观存在[21]。

残疾污名化的过程中，语言正是借助上述叙事逻

辑使得不合理的社会分类图式得以正当化、逻辑化和

合法化，最终使得残疾的“异类”角色在公众话语系

统中得到强化和传播，为包括普通公众和残疾者自身

在内的社会成员所接受。很明显，这种“叙事逻辑”

具有强烈的选择性，通常忽视残疾人作为普通个体的

一般特征，往往仅突出残疾人最为“特殊”和与众不

同的部分，并将其进行重点处理和描绘，甚至用它代

替残疾的全部特征（如将智力落后称之为“傻子”、将

肢体残疾称之为“瘸子”、将听力残疾称之为“聋子”、

将视力残疾称为“瞎子”以及将精神残疾称为“疯子”

等标签化称谓等）。同时，这种“叙事逻辑”还有强烈

的修饰性，普通公众在传播与残疾有关的事件时，往

往会在特定的语言系统中将对残疾人的不恰当叙述加

以粉饰。专家的看法、媒体的报道被片面地摘取和理

解，并经传播过程中的语言加工，以及确定社会类别

的事件叙述，从而构成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情节，

增强了话语传播的合理性与可信度，最终使得普通公

众对残疾人的负面印象形成现实化的“集体记忆”，完

成了残疾者“边缘人”角色的社会建构。显然，语言

和符号暴力构成了残疾污名的显性表达。被语言和符

号标示的残疾身体承载了社会所赋予的众多负面评

价，残疾者在普通人群看来便生而就具有某种社会不

期望或厌恶的特征，从而被赋予了“正当的”贬低性、

侮辱性的标签。

2.3 自我认同：残疾污名的主体建构

社会建构论认为，个体的身份建构不仅仅是具体

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同时，也是个体的内

在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历史环境和社会

环境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身份

的自我认同、意识形态以及对于自我身份的管理来形

塑集体的身份经验和观念[22]。这两种路径非但不是割

裂的，还是同时进行且互动、互通、互相建构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残疾者社会身份的污名化不仅

基于普通公众残疾认知的历史建构、对残疾身体扭曲

的理解和社会身份的文化设定，还与残疾群体自身对

被建构角色的被迫认同和高度内化相关。一方面，对

污名的自我认同是残疾群体在社会分类基础上通过主

体性建构的结果，即残疾群体对“语言和符号暴力”

下的社会分类图式、话语框架和文化设定的逐步吸收、

内化而完成的自我主体身份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

残疾群体会根据自己的身份特征、群体归属以及社会

关系状况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并根据他人的评价强

化对自身及本群体的认知，把知觉到的他人对自己的

反应整合到自我概念中，在行动和认识上逐渐接受普

通公众在互动关系、符号意义等方面的“新规范”，形

成新的“自我标示”，最终对残疾污名产生消极与“合

理化”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这种自我认同和内化

经过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寄寓到残疾群体的身体和意识

当中，成为残疾群体“不假思索”的共同观念，并被

他们纳入到共同的性情倾向系统中，成为布迪厄所言

说一种“惯习”[23]。这种“惯习”超出了意识和意愿

的控制，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却又对残疾群体

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产生更为重要影响。不难看出，

残疾者在个体和群体身份社会构建过程中，他们的自

我认同不仅服从了普通公众和主流社会对于残疾群

体、残疾身份的扭曲，同时也自觉地、积极地参与了

它的扩散、强化与传承。

2.4 制度区隔：残疾污名的合理（法）化途径

所谓制度区隔，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

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无法获得必要的

社会资源的支持，从而沦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和现象[24]。

对于残疾群体正当权利的制度区隔，同样是一种社会

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以现实化的、显性的存在强化并

合法化了社会公众对残疾污名的认知，阻断了残疾者



社会建构论视阈下残疾污名的形成及消解/关文军 颜廷睿 邓 猛 ·15·

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

通常而言，社会制度的形成基础主要涉及物质和

意识两个方面。物质方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源的分配及

其手段，意识层面主要关注社会公众对具体事物的看

法。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主体意识将有限的物质

资源发挥“最优”作用的过程[25]。但在构建资源分配

制度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往往基于自身利

益考虑，牺牲处于弱势地位者的权益，并且在社会生

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将其合理化，使得社会公众产生“理

当如此”的认知。

残疾者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由于长期以来处于社

会边缘，他们受自身及各种外在因素（如政治、经济、

教育等）的限制和影响，往往被诸多由优势群体制定

的“合理”制度全部或部分地剥夺某些基本权利而处

于不利地位。现实社会中，尽管世界各国都制定了关

于残疾人教育、就业、政治参与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

面的法律条文，但不难发现，这些法律条文都过于笼

统、不便于操作, 残疾人各项保障与支持体系并不健

全。以我国 2015年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第三部

分第五条为例，该条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实施特殊教育的学校（班），

对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智力残疾的适龄儿童、

少年实施义务教育”，这一条款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孤

独症、脑瘫、精神残疾等残疾类型的儿童在特殊教育

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再如 2008年修订的

《残疾人保障法》虽然规定对于不能有效实现残疾人

权利的单位和组织应该进行行政处罚，但现实的问题

是，对于残疾人联合会这一半民半官方的机构是否有

权力对拒绝残疾人接受教育、主张权利等进行行政处

罚还存在法律效力的争议。

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残疾人参

与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很好的支持和保

障。例如在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残疾儿童少年依

然很难获得进入普通中小学享受和普通儿童平等、一

致的教育权利；接受高等教育的残疾人更是凤毛麟角，

且残疾人高等教育机构大多各自为政，独立作战[26]；

在就业过程中，能就业的残疾人数量很少；即便可以

就业，大部分的残疾人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较

低，且在许多行业遭受排斥[27]。另外，在政治及文化

生活过程中，残疾人的正当权利也没有得到合理的尊

重和保障[28]。

造成这些问题根本原因，表面上看是残疾者很少

有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的途径，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

利益诉求，经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实质上是由于

优势群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为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损

失而对劣势群体的制度区隔，是普通人基于对残疾的

负面认知引发的合理化的“社会剥夺”。大多数时候，

都是普通人在决定残疾者的各种事情。因此，从本质

上看，制度区隔是残疾污名最现实、最直接，却又最

不引人注意的生成方式和现实表达。它往往以一种看

似合理、公平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使得社会

公众（包含残疾者本身）认可它的诸多假定和规定，

并无形中将相关的价值观念内化和固化，使得残疾群

体即便在被污名化的过程中也无从、无力反抗，最终

成为残疾污名的最为合理的生成途径。

2.5 残疾污名社会建构具体方式间的关系

从前述的分析不难看出，残疾污名始于分类和排

斥，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

力关系，是语言和符号暴力产生的根源。语言和符号

暴力是分类和排斥的外部表征和显性表达，并通过“助

燃”作用将其强化和放大。同时，语言和符号暴力又

以合理化方式将社会公众对残疾人的负面认知寄寓到

各种由优势群体制定的社会制度中，成为社会公众理

所当然的认知和规范。社会制度则为语言和符号暴力

披上了合（理）法化的外衣，充当残疾区隔“堂而皇

之”的依据。在此过程中，处在社会底层的残疾者由

于表达诉求的机会和途径缺失，很难与分类和排斥进

行抗争，也无力对语言和符号暴力进行回击，更难改

变现有的制度区隔，只能持续将各种“被剥夺”“被

贬抑”的体验和认知内化，成为他们“不假思索”的

共同观念和“惯习”。这不仅受长期以来对残疾者群体

文化设定的影响，更反映了残疾群体自身对被建构角

色的被迫认同和无奈妥协。这四种方式没有主导的起

点，也没有绝对的终点，而是以动态循环，相互作用

的方式，共同进行着残疾污名的社会建构，其间的关

系如下图 2所示。

图 2 残疾污名的社会建构方式及其间的关系

3 残疾污名化解的实践路径

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残疾污名的形成是一

个长期、循环的历史建构过程。因此，针对污名的消

解必然也不是一蹴而就、跨越式、突变的过程，而是

一个对社会分类和排斥、语言和符号暴力以及制度区

隔持续进行挑战的、递进式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的

是实现残疾群体和普通公众间的相互适应与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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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消除污名，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合，既是国家和

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诉求。

3.1 从“社会模式”出发理解残疾，消除对残疾群体

的偏见

残疾污名始于分类和排斥，而分类和排斥的根源

却是对残疾本质的消极判断。无论是“慈善模式”还

是“医学模式”，二者对于残疾本质的理解，其潜台词

都一致认为残疾者是一个病态的、低能的、需要同情

和怜悯的、难以独立的群体，他们不能以有意义的方

式贡献社会，并且由于残疾缘于个人的缺陷，因而个

人应该对残疾与障碍负责[29]。“社会模式”对于残疾

本质的理解，更多关注残疾者应当具有的权利，也更

多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的角度看待残疾

者存在各方面障碍的原因。认为残疾群体所遭遇的困

难并非由缺陷导致，更多是消极的社会态度与政策共

同造成了对残疾者普遍的社会排斥与隔离。显然，这

种理解方式更具有进步意义。

在“社会模式”下理解残疾，降低残疾污名带来

的消极影响，根本出发点还是在于消除对残疾群体的

偏见。一方面，社会公众要对残疾本质有积极的理解，

不应再将残疾视为“个人悲剧”，而应更多从社会结构

的角度出发，考虑对给残疾设置种种障碍的社会环境

和制度进行“治疗和矫正”，例如可以从无障碍环境建

设出发，为残疾人出行、信息获取、生活和学习等方

面提供必需的支持；从法律和政策出发，为残疾人教

育、就业、医疗、卫生娱乐休闲以及权益伸张等方面

提供切实的保障；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还要逐步改变

对待残疾者的态度，尊重残疾者的权利和尊严，看到

他们发展的潜能，认识到残疾者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存

权，还有他们在社会发展上的利益诉求，进而对残疾

者参与社会生活、社会融入积极理解和接纳，做到承

认特殊，但不强调特殊；最后，社会公众还应该认识

到，残疾者由于自身障碍所导致的不应该是各项权利

的减少，而应该是各种支持和关怀的增加；不应该只

是同情和道义层面的呼吁，而应该是社会环境和制度

全方位的努力和改变。

3.2 重塑话语氛围，建构化解残疾污名的正当语境

残疾污名的形成过程中，语言和符号暴力不仅是

分类和排斥的显性表达，更是对分类和排斥的强化和

助燃。由于话语涉及的范围太广，此处仅以现代媒体

为例，对如何重塑话语氛围的问题做出分析。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深刻地改

变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不仅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了解外

部世界的重要窗口，更持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交

往方式。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

当现代媒体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新时期的同

时，也在与商业逻辑、阶层政治的“共谋”中沦为一

种语言和符号暴力，不断对我们的生活和意识进行操

纵和侵蚀[30]。现代媒体不但固化早已留给受众刻板印

象的事物，还会将负面的形象依附其上传播给受众，

最终实现对某个群体刻板偏见的合理化认知。正如文

军所言，“这种暴力有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它的实施

过程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进行的，

被统治者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夺者协助剥夺者

剥夺自己，被阉割者协助阉割者阉割自己”[31]。

现代媒体对于残疾者的语言和符号暴力，以及由

此加剧的残疾污名，可以从各种报道对残疾者的形象

塑造中窥见端倪。由于惯性思维和对残疾者的刻板印

象，大多数时候媒体在报道残疾者时往往先入为主，

要么把残疾者塑造成为需要帮扶和同情的典范，要么

把残疾者过度渲染成为自强不息的楷模，总是竭力以

“轻、甜、软”的方式给社会公众进行“心理麻醉”，却

很少从残疾人群体的现实生存状况出发来进行报道，

往往忽视了残疾者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应该呈现的

本真生活。这对社会公众对于残疾者的理解和认识具

有很强的误导作用。

因此，现代媒体亟需自我重塑，建构残疾宣传的

正当语境，化解残疾污名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方面，

现代媒体及其从业者要改变刻意追求“眼球经济”的

做法，遵循既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的要求，尊重

残疾人的生存价值，在相关报道中加强自律，纠正偏

见，消除歧视和过度渲染。另一方面，现代媒体还要

切实加强对残疾群体的深度报道，真实、客观地反映

残疾者的生存现状及可能遇到的困境。同时，还需要

深入剖析和反思引发某些事件背后的本质原因，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从而借助现代媒体真正帮助残疾群体。

当然，受众也要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对残疾群体有失

偏颇偏颇、不公正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抵制媒体主观

臆断的说教和误导。

3.3 增能与自我增能，改善残疾者消极的自我认同

残疾群体之所以长期被污名化地建构身份特征，

并在社会生活中被排斥和边缘化，不仅源自于历史和

传统社会文化对残疾者的偏见和歧视，更与残疾者自

身对污名的认同和内化有关。因此，通过恰当的途径

革新残疾者对自我身份、形象和能力的错误认知，提

振残疾者社会融合的信心，增强社会融合的能力就显

得尤为必要。这其中，增能和自我增能不失为两种有

效的方法。增能，即赋权，是为残疾对象提供各种资

源、支持和帮助，发掘并激发其潜能和主体性的过程。

自我增能，则是残疾者通过自身努力，恢复信心、提

升能力、主动融入社会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通过

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达到持续为残疾

者赋权的目的，共同为残疾者“去污名化”提供外部

支撑和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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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能的角度而言，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残疾

者的康复和教育工作，切实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补偿身

体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最大限度

地开发残疾人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完

善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持体系，通过帮助残疾

人就业，促进残疾人实现自助、自立式发展。最后，

还要改变传统对残疾者“供养”式的福利模式，建立

“积极参与型”福利体系，让多数残疾者摆脱对社会

救助和福利的依赖，建立自强自立的积极形象。从自

我增能的角度而言，残疾者一方面要重构自我角色，

树立自信，不再把自己当成理所当然的同情和救助对

象，努力走出家庭和各种养护机构，引起社会公众对

残疾人广泛地回馈式关注、理解和认同，消除公众对

残疾的神秘理解和偏见。另一方面，残疾者也要积极

挖掘自身潜力，借助各种机会与资源提高自身的各方

面能力，主动融入社会，在与普通人群交往、生活以

及合作的过程中，积极展示自我，让他们对残疾形成

新的理解和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就表明，群际接触

具有改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偏见和歧视的作用 [32]。

最后，残疾者还应借助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在自助

的同时实现互助，增强残疾者的自我存在感和组织归

属感，共同和歧视斗争，逐步消除群体性的自我偏见。

3.4 制度矫正，保障残疾者公平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如果说观念排斥、话语和符号暴力构成了残疾污

名的“软环境”，那么制度区隔则构建了残疾污名的“硬

环境”。它不仅合法化了社会公众对残疾污名的认知，

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残疾者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

路径。因此，必须变革和矫正现有的关于残疾人权利

保障的各项制度，消除由于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制

度所引发的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最终形成对残疾

群体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认知，保障残疾者公平参与社

会生活的权利。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关残疾人社会权利保

障的各项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残疾群体很少（很难）

通过合理的途径主动发声，为自己切实需求的各项权

利争取平等的机会和利益。大部分关于残疾人的政策

和制度往往依旧由健全人主导制定。表面上看这些制

度关照到了残疾人各方面的权益，但是从本质上看，

仍然隐含了太多分类与与排斥，以及合理化的“社会

剥夺”。我国在制定残疾人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时，

大多还立足于传统的人道主义层面。这种补偿型的社

会政策模式，往往充满了救助色彩，在实践中存在较

多局限，不仅使得接受了救助的残疾者会被贴上“无

能者”的标签，继而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还会让受助

者自身也受到尊严与人格打击，其代价匪浅[33]。最后，

从我国目前关于残疾保障制度施行的责任主体来看，

政府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社会组织还较少参

与，家庭对于残疾人的保障作用仍然无可替代。这不

仅弱化了残疾人与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也给

残疾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经济负担，更持续发酵

了传统观念中将残疾视为“家庭罪恶和报应”的错误

认知。

考虑到上述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和

有待完善之处，我们在政策制定的理念和过程上都需

要予以注意。首先，从政策制定的理念而言，要跳脱

人道主义层面的政策制定思路，由同情、怜悯的人道

主义关怀转变为保障残疾人应有的社会与经济权利的

“人本主义”制度模式，政策制定时更多考虑残疾人

的权利、尊严、需要、成长、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的价

值。根本上而言，就是在政策制定时要着眼于残疾人

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其次，从政策制定的主体

而言，要为残疾者提供发声的途径，让残疾者全程参

与甚至主导政策制定的过程；最后，从政策执行而言，

要逐渐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制度施行主体，

使得残疾人家庭的保障责任逐渐外化，从而增加残疾

者与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促进社会对残疾的

正确理解理解与积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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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Resolution of Disability Stig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Guan Wenjun 1, 2 Yan Tingrui 3 Deng Meng 3

(1. Xinjiang Children’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Urumqi, 830017; 2. Xinjiang Research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Urumqi, 830017; 3.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Disability stigma, the public’s negative cogni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disability stigma has a long history. Specifically, classification

and exclusion are its implicit source, discourse and symbolical violence are its explicit expression, self-identity is

its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c partitions seemingly “legalize” it. Based on dynamic circulation, all

these constitute the social fact of disability stigma. Disability stigma can be resolved by means of chang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isabilities, re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empowering and

self-empowering, and correcting the relat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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